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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我国掀起了一股创业热潮。 来自国家发
改委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全国新登记企业 ６０７􀆰 ４ 万户，比上年增长 ９􀆰 ９％ ，日均新登记企业 １􀆰 ６６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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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ｊｓｃｄｂ． ｃｏｍ ／ ｄｅｔａｉｌ． ｐｈｐ？ ｎｅｗｓｉｄ ＝ １８６７１６。
图 ２ 展示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男性和女性的参与状况，可以发现，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始终低于男性。 事实
上，如果从创业的角度来看，这种性别差异更加明显（刘鹏程等，２０１３） ［７］ 。 因此，区分男性和女性探讨创业幸福感问题显得十分
必要。 劳动力参与率数据为本文根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的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所得，其中，２０１４ＣＧＳＳ 年的数据目前尚未对外公开。
二、 文献述评
自 １９７４ 年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提出“收入—幸福感悖论”①以来，经济学家开始表现出对幸福感研究的兴
趣（鲁元平和王韬，２０１０） ［８］。 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 和 Ｄｅｌｈｅｙ（２０１０） ［９］ 甚至认为，如果把幸福感的高低作为
衡量个体效用的黄金标准，那么关于幸福学的研究将具有革命性的潜力。 在创业方面，国外的研究
较早地将创业活动与幸福感联系了起来，而且主要关注的是自我雇佣型创业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和 Ｏｓｗａｌｄ（１９９８） ［１０］发现，相比于领取工资的受雇者，自我雇佣的创业者表现出更高的工
作和生活幸福感，而这主要是因为创业者能享受更感兴趣以及更自由的工作（Ｂｅｎｚ 和 Ｆｒｅｙ，２００８） ［１１］。
不过，关于创业能否带来更高的生活幸福感，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８） ［１２］认为，由于
创业需要更长时间的工作、更少的闲暇和更多的责任等，这可能会导致创业者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动不仅要求创业者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同时还需要承受较高的失败风险，据 Ｃａｒｒｅｅ 和 Ｖｅｒｈｅｕｌ













分工和效用水平。 比如，Ｃｈｕａｎｇ 和 Ｌｅｅ（２００３） ［２０］发现，当丈夫对妻子持有工作抱有不满的态度时，
妻子将缺乏从事工作的动力；费涓洪（２００４） ［２１］发现，女性创业打破了传统的性别角色以及夫妻关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ＣＧＳＳ）。 该项目最早始于 ２００３ 年，比较系统
地收集了关于社会、社区、家庭以及个人等层次的信息，在创业或者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中被众多学
者所采用。 具体而言，本文使用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作为初始研究样本①，由于该数据集并非追踪调












答的选项从很不幸福到完全幸福共 ５ 个层级（如表 １ 所示）。 本文将比较幸福和完全幸福定义为
幸福，对应变量取值为 １，反之则定义为不幸福，对应变量取值为 ０，此时被解释变量为受访者幸福
与否的二值变量。 图 ３ 为样本的年度幸福感柱状图，可以发现，总体来看，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比
例都在 ７５％以上，而且女性的幸福感比例在大多数年份里比男性更高。 不过，人们的幸福感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由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中也有关于幸福感与创业的相关信息，
本文还进一步统计了 ２０１５ 年的幸福感比例，此时不论男性还是女性的幸福感都有了大幅提升。
表 １ 幸福感、创业与性别认同观念的定义




１． 很不幸福；２． 比较不幸福；３． 居于幸福与不
幸福之间；４． 比较幸福；５． 完全幸福







户；３． 受雇于他人（有固定雇主）；４． 劳务工 ／
劳务派遣人员；５． 零工、散工（无固定雇主的
受雇者）；６． 在自己家的生意 ／ 企业中帮忙 ／
工作，领工资；７． 在自己家的生意 ／ 企业中帮








尽管 ＣＧＳＳ 的最新数据已经公开至２０１５ 年，但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并未对外发布，且２０１５ 年的问卷中城市编码规则有所变化，
难以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相匹配，因而正文中并没有使用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事实上，在不需要匹配城市的部分回归中，加入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尽管政策规定的男女退休年龄分别为 ６０ 与 ５５ 周岁，但样本统计发现，有一定比例的受访者在达到退休年龄后仍在工作
或创业。 另外，延迟退休在我国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辽宁省在 ２０１８ 年更是出台政府文件支持老年人才自主创业。 因此，本文并
未对受访者的年龄上限进行限制。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重新将男性和女性的年龄分别界定为 ２２ ～ ６０ 以及 ２０ ～ ５５ 岁进行
了稳健性检验，回归结论并未发生改变。
续表 １





１． 完全不同意；２． 比较不同意；３． 无所谓同意
不同意；４． 比较同意；５． 完全同意









取值为 １，反之为 ０，此时核心解释变量为个体是否创业的二值变量。 图 ４ 展示了样本的年度创业
情况，本文同样统计了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的创业比例。 可以发现，总体来看，受访者中从事自雇型创业的
比例并不高，均低于 １５％ ，且女性的创业比例普遍低于男性，两者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并
没有呈现出缩小的趋势。









收入。 图 ５ 展示了妻子相对收入的概率密度分布②，以相对收入等于 ０􀆰 ５ 为界的两端实线是通过
使用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法估计所得到的平滑曲线。 可以发现，当妻子的收入开始超过丈夫时，
其相对收入在 ０􀆰 ５ 处存在明显的断点，概率密度显著下降。 应当注意的是，如果相对收入在 ０􀆰 ５ 处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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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响下， “内外有别，男尊女卑” 观念盛行了几千年 （续继和黄娅娜，２０１８） ［１８］，Ｙｅ 和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８） ［２６］则直接以是否认同“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观念的虚拟变量代理性别认同
进行了回归分析。 参考其做法，若受访者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该观点，本文将其定义为具有性别认
同观念，对应的变量取值为 １，反之对应的变量取值为 ０。 图 ６ 展示了认同该观念的人数比例的年
度分布。 可以发现，和妻子相对收入分布的结果类似，性别认同观念在我国确实比较严重，尽管
















１ ｜ （ｗｉｆ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ｑｐ ＞ ｈｕｓｂａｎｄｉ） （１）
　 　 其中，Ｐｒｏｗｉｆｅ 表示妻子潜在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为 １９ 个示性函数的平均值。 ｐ 表示分位
数，从 ５、１０、１５ 一直取值到 ９５；ｑ 表示所处的群组；ｗｉｆ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为妻子的潜在收入分布。 ｈｕｓｂａｎｄ 为
丈夫的实际收入，当 ｗｉｆ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ｑｐ ＞ ｈｕｓｂａｎｄｉ 时，示性函数取值为 １，反之为 ０。 此时 Ｐｒｏｗｉｆｅ 为介于
０ 与 １ 之间的连续变量，变量值越大，说明妻子潜在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越高。
表 ２ 为妻子的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妻子潜在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 ２ 中可
以看出，女性的平均年龄为 ４１ 岁，受教育年限仅为 １０ 年。 对于户籍，本文将农业户口定义为 １，非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群组划分标准
年龄 ４１􀆰 ０３８ ２０ ８２
共 ５ 组：２８ 岁以下、２８ ～ ３７ 岁、３８ ～ ４６ 岁，４７ ～ ５５
岁、５６ 岁以上
受教育程度 １０􀆰 ４２４ ０ １９ 共 ４ 组：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
户籍 ０􀆰 ３９３ ０ １ 共 ２ 组：农村户籍、非农户籍
所处地区 １􀆰 ６８２ １ ３ 共 ３ 组：东部、中部、西部





ｐｒｏｂｉｔ（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ｔ ＝ １） ＝ Ｇ（α０ ＋ α１ｃｈｕａｎｇｙｅｉｔ ＋ Ｘ′Υ ＋ νｔ ＋ δｉ ＋ εｉｔ） （２）
　 　 其中，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ｔ为受访者 ｉ 在第 ｔ 年的幸福感状况，ｃｈｕａｎｇｙｅｉｔ表示受访者 ｉ 在第 ｔ 年是否创业。
Ｘ 为控制变量向量，参考鲁元平和王韬（２０１０） ［１０］以及 Ｋｎｉｇｈｔ 等（２００９） ［２８］，具体包括受访者的年龄
及其平方项、性别、受教育年限、是否是党员、宗教信仰、户籍、健康状况和家庭总收入①。 除此之
外，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调查年份的固定效应 νｔ 和省份固定效应 δｉ。 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观测值 ８８５３ ８８５３ ５３９５ ３４３０ ５１７９ ３２２８ ３０２４ ３０１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显著；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调整为了边际效应；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第
１ 列全样本回归的伪 Ｒ２ 为 ０􀆰 ０８１
资料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样本，但为了更清晰地界定创业对幸福感影响的性别差异，在表 ３ 的第 ５ 列，本研究进一步删除了
丈夫不创业但妻子创业的样本，这样在有效数据里，仅保留了夫妻双方中只有丈夫创业以及夫妻双
方均不创业的样本，从而使回归结果更具有对比性。 结果表明丈夫创业确实降低了自己的幸福感。
同理，在第 ６ 列，本文删除了妻子不创业但丈夫创业的样本。 可以发现，回归结果并没有发生变化。
考虑到丈夫与妻子的工作不仅会影响到自己的满意度，也可能会对配偶的效用产生影响，因











































观测值 ５６２６ ３５６３ ５６２６ ３５６３ ５６３６ ３５６６ ４９２８ ３０４９
Ｒ２ ／ 伪 Ｒ２ ０􀆰 １２１ ０􀆰 ０９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３ ０􀆰 ３６６ ０􀆰 ５６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这一外生的指标进行分析。 具体的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数据与变量部分。 将 Ｐｒｏｗｉｆｅ 作为新




另一方面，不论是实际相对收入还是潜在收入，都是从侧面反映的性别认同，参照 Ｙｅ 和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８） ［２６］的做法，本文接下来进一步以受访者是否认同“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观念
的虚拟变量来直接代理性别认同，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如表 ４ 的最后 ２ 列所示，结果表
明，丈夫创业会强化其性别认同观，而妻子参与创业活动则弱化了其对“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认
１８














上的较好地区以及处于中间分位数的一般地区。 在表 ５ 中，本文首先考察了制度环境对性别认同
观念的影响，以是否认同“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观念来度量性别认同的回归结果如


































伪 Ｒ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１ ０􀆰 ０７９
观测值 ２１４１ ３９１６ １９２５ ７７５ １２５９ ５９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调整为了边际效应；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王小鲁等 ２０１７ 年编制的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
既然制度环境的完善有助于削弱性别认同观念的影响，而性别认同主要是对女性的收入和


















在表 ６ 中，本文以妻子的相对收入大于 ０􀆰 ５ 定义其具有创业的比较优势，考察了当妻子具有比






















观测值 ３６８ ７２５ ４５８ ７４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 ＝ ５１ ｜ （ｗｉｆ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ｑｐ）计算出妻子的潜在收入，然后用该潜在收入除以妻子潜在收入与丈夫实




的家庭对性别认同的反应程度存在差异。 为了验证这一点，本文以结婚 １５ 年为界①将样本划分为
结婚年限长、结婚年限短两部分进一步考察了丈夫创业对其幸福感的影响。 可以预期，结婚年限越短
的家庭，当性别认同被满足时妻子越容易获得幸福感，而对于结婚年限较长的家庭，性别认同规范对




























观测值 １５８８ １４２４ １１８２ １４４５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据其均值将省份划分为性别认同观念弱的地区以及性别认同观念强的地区。 回归结果如表 ７ 的第












在 ＣＧＳＳ 中有关心情抑郁的问题是：“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 本文将回答“总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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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ｕｓｂａｎｄｓ ｏｒ ｗ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ｏｕｓｅ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ｕｓｂａｎｄ􀆳ｓ 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ｈｉｓ ｏｗ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ｂｕ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ｈｉｓ ｗｉｆｅ􀆳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ｈｅ ｗｉｆｅ􀆳ｓ 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ｈｅｒ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ｂｕ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ｈｅｒ ｈｕｓｂａｎｄ􀆳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ａ 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ｂｙ ｏｎｅ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ｓ ｅｉｔｈｅｒ ｂａｄ ｆｏｒ ｈｉｍ ｏｒ ｆｏｒ ｈｉｓ ｓｐｏｕｓｅ， ａｎ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ｅｅｍ ｔｏ ｌｅａｄ ｔｏ ａ ｗｉｎ⁃ｗｉ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ｅｓ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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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ｈｅｒ ｏｗ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ｈｅｎ ａ ｗｏｍａｎ ｓｔａｒｔｓ 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ｈｅｒ ｃｈ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ｈｅｒ ｈｕｓｂ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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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ｏ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ａｋ． Ｓｏ，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ｆｅ􀆳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ｈｅｒ ｈｕｓｂａｎｄ􀆳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ｅｘｉｓ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ｏｆ ｖｉｔ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ｕｄ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ｏｍｅｎ， ｗａｎｔ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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